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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文章使用 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 ,构建了宏观层面
的社会变迁与代际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 , 比较 、分析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台
湾地区家庭凝聚力的现状 、特点及相关因素的异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首
先 ,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 ,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 、经济支

持 、情感慰藉等方面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动。这些互惠行为反复且经常发生 ,
当亲子的空间距离邻近时更是如此;其次 ,东亚四地在家庭凝聚力方面表现
出巨大差异 ,在不同维度的凝聚力方面也展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家庭凝聚

力在韩国保存最强 , 台湾地区次之 ,中国大陆再次 , 日本最弱。这些有悖于家
庭现代化理论的发现也许是尚在进行的 、与现代化相抗衡的维系家庭传统的
斗争 ,而这种斗争也许正是延续代际同住 、情感联络 、实际支持的强大社会压
力的折射 ,致使在社会变革和家庭变迁面前 , 亲子之间的资源依赖与互补成
功地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团结力量。可见 , 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
适应性 , 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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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以强固的家庭凝聚力而著称 。在这些国家和

地区 ,至少一个孩子(尤其是儿子)与父母居住 ,照顾他们的老年生活

(Unger ,1993;Whyte &Parish , 1984)。代际关系是双向互惠的;老者是家

庭的中心 ,家庭伦理强调父慈子孝 、尊老爱幼 。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中 ,东亚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人口变迁。人口转

变与工业化 、都市化 、家庭政策的推行等多方面因素一起 ,缩小了家庭

规模 ,重构了家庭成分 ,改变了家庭环境 ,再塑了代际关系。比如 ,中国

大陆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

四分之一的家庭有女无儿 。日本 、韩国 、台湾等地的家庭规模也由于生

育率的急速下降而大大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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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测 ,随着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 ,扩展的亲

属关系纽带将被弱化 、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为松散 ,核心家庭将成

为独立的亲属单位 ,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代际(尤其是亲子)之间凝聚力

的相应削弱(Goode ,1963)。

而我们的问题是: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东亚社会 ?随着现代化变

迁的进程 ,东亚社会的家庭凝聚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 本文使用

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 ,EASS)的家庭主题调查

数据 , ① 比较 、分析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及台湾等三国四地家庭凝聚

力(family solidarity)的现状 、特点及相关因素的异同 ,试图回答下面三个

相关问题:

第一 ,东亚社会的家庭凝聚力是否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被削弱 ?

抑或有很强的抗拒力 ,原因何在?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难以直接回

答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对东亚四地家庭凝聚力的影响 ,但是 ,东亚四

地的家庭调查数据提供了一种可能 ,因为它们的现代化程度不同———

日本最高 、韩国和台湾地区次之 、中国大陆最低———因此可以将它们近

似地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发展序列 ,进而可以近似地检验现代化对家

庭凝聚力的影响 。按照传统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推断 ,在这四个地区中 ,

由于日本的现代化程度最高 、中国大陆的最低 ,人们有理由假定 ,日本

的家庭凝聚力最弱 、中国的最强。

第二 ,在这四个东亚社会 ,家庭凝聚力更多地表现出一致性还是差

异性 ?一方面 ,鉴于东亚三国四地享有类似的人口转变模式及强调代

际互惠的文化背景(如:儒家文化体系),它们的家庭凝聚力可能展示类

似的特点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另一方面 ,鉴于它们在

人口转变和家庭变迁的起始时间 、进程 、阶段以及社会支持体系 、都市

化程度等方面的异质性 ,各地家庭凝聚力的模式和相关因素或许存在

较大差异 。

第三 ,家庭凝聚力通过家庭形式和居住模式 、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

27

论 文 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

① “东亚社会调查”是由中国大陆 、韩国 、日本 、台湾等三国四地共同合作 、每两年进行一次

的具有代表性和兼容性的综合社会调查, 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 、韩国的成均馆大学
(Sungkyunkwan University)、日本的大阪商业大学(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和台湾中央

研究院具体负责 、实施。该调查基于各地的General Social Survey ,但EASS使用统一的 、标

准化的问卷 ,旨在比较拥有儒家文化背景 、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国四地在家庭、社
会 、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异同及其对社会 、家庭、个体福利的影响。该调查始于 2006

年 ,每期调查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 , 2006年的主题为“东亚社会家庭调查” 。



交流及物质往来等多种形式(或维度)表现出来。本文同时关注这三个

维度 ,并探讨不同维度之间是否存在互动 ,哪个维度受到更大的冲击 ,

哪个维度具有较强的抗逆力而得以延续 ,从而更深入地揭示现代化进

程与家庭凝聚力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 ,都市化的发展和家庭观念

的变迁等会改变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 ,拉大亲子间的距离 ,但现代化的

进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亲子情感交流和除日常照料外的物质

往来的便利性 ,使代际资源具有相互依赖 、互补互惠的特点(王跃生 ,

2006;Milagros et al.,1995;Morgan &Hirosima ,1983;Pimentel &Liu ,2004;

Thornton &Fricke ,1987)。

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补充和发展现有

研究:

其一 ,立足东亚 。该地区是近年来世界上经济发展 、社会变迁 、同

时家庭变化最活跃之地 ,因此 ,也是探讨社会经济转型 、人口转变对家

庭影响的最适宜之地 。

其二 ,聚焦家庭 。在中国 ,家庭研究并未引起学界和政府足够的关

注 ,因为与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如:经济发展 、社会分层)相比 ,家庭被认

为是次重要的。除少数家庭学者外 ,家庭问题一直被当成“私人”问题

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跨国或跨地区研究更是十分罕见。然而 ,学界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所谓家庭问题其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意义 ,它

可以影响家庭成员多方面的福利水平 、家庭政策 、社会保障制度等 ,并

最终影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Li , 2004;McDonald , 2000;Wilkie et al.,

1998;Xu &Lai ,2004)。

其三 ,比较视角 。我们使用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

数据 ,某种程度上将填补东亚地区家庭凝聚力比较研究的空白。据作

者了解 ,由于缺乏兼容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尚无大陆 、日本 、韩

国及台湾四地的家庭比较研究。2006年东亚家庭调查提供了时间最

近 、内容兼容且具有可比性和代表性的大型社会调查数据 ,使多地区比

较研究成为可能 。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简述东亚家庭凝聚力的背景及处于转型时

期或转型后的家庭变化;在此基础上 ,构建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与家庭

凝聚力关联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 ,介绍数据的特点 、描述数据的

特征 、陈述数据的分析结果;最后 ,对分析结果进行总结 、解释和讨论 ,

并探讨家庭凝聚力的延续和变迁对家庭功能 、公共政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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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变迁与家庭凝聚力

(一)家庭凝聚力及相关因素

基于亲缘关系(affinity)、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家庭功能

(function)等三种潜在机制 ,代际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可以被区分为

五大类型:紧密型(tight-knit)、社交型(sociable)、亲密有间型(intimate

but distant)、责任义务型(obligatory)和疏离型(detached)等(Silverstein et

al.,1997)。一个家庭的亲子关系遵循哪种模式 ,既受制于家庭凝聚

力 ,同时也影响家庭凝聚力 。家庭凝聚力包括三个中心维度 ,即:地缘

邻近(即居住模式)、情感联络和代际支持。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 ,

而是相互关联的 。比如 ,情感联络和实际支持(尤其是非经济支持)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居住模式 ,而对情感和实际支持的愿望也会反作用

于居住模式。

家庭(成年)成员(尤其是代际之间)的居住模式是家庭凝聚力的表

现之一 。在东亚社会 ,居住模式对家庭生活产生重要作用。从历史来

看 ,中国大陆 、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家庭户特征是 ,以大家庭居住为主 ,尤

其是已婚儿子及其家庭和未婚孩子与父母同住(Unger , 1993;Whyte &

Parish ,1984;Won &Lee ,1999)。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这些地区的现代化

进程无疑影响着家庭居住模式(Bian et al., 1998;Hirschman &Minh ,

2002;Limanonda ,1991)。

从亲代视角来看 ,子女的数量和性别通过影响可能同住的成年子

女的绝对数量 、子女的家庭观念 、家庭环境等 ,影响代际同住的普遍性

(Hirschman &Minh ,2002)。例如 ,独生子女(尤其是没有其他兄弟的独

生儿子)或许更可能与父母同住 ,因为(如果父母期望与子女同住的话)

他们别无选择。然而 ,在生育率降低的环境下(东亚地区即是如此),由

于儿子数量不足 , 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的比例也终将降低(Zhao ,

2000)。同时 ,又有研究指出 ,死亡率的降低延长了父母的存活年限 ,提

供了比过去更大的同住机会。年老时收入的减少和健康水平的降低也

会促使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尤其是在公共支持不足或缺失的情况下 。

此外 ,配偶的亡故将增加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 ,对丧偶的男性老者尤其

如此:因为妻子依旧是家庭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一旦妻子亡故 ,其功能

必须由他人替代(Pimentel &Liu ,2004)。不过 ,低下的经济地位也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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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老年寡妇与子女居住的概率(Cooney &Shi ,1999;Ikels ,1993)。

从子女的视角来看 ,他们的婚育情况会影响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 。

年轻人群 、新婚 、新育夫妇或许需要父母的家务帮助和经济支持 ,从而

提高他们与父母同住的可能(Milagros et al., 1995;Morgan &Hirosima ,

1983;Thornton &Fricke , 1987)。在 1982-2000 年间的中国大陆 ,亲子

同住模式一直比较稳定。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中国三代家庭的

比例占全部家庭的 29%,而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所占比例无疑更高

(杨菊华 ,2008)。在农村地区 ,当父母与子女不同住时 ,他们也往往相

邻或同村居住。这既是儒家文化制度下的家庭伦理观念和家庭制度的

延续 ,也是现实经济和结构性制约的结果。研究发现 ,代际互惠是中国

1982年-2000年间亲子同住习俗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王跃生 ,

2006)。然而 ,教育的扩张可能改变子女的家庭观念 ,将他们从父母的

掌控中解脱出来 ,降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因此 ,教育和经济发展通

过消解传统 、组建核心家庭的渴望而影响亲子居住模式(Hirschman &

Minh ,2002),而职业和地域流动(即从农业 、农村向工业 、城市的转化)

更促成了年轻人的独立。研究表明 ,在越南(Hirschman &Minh , 2002)、

泰国(Limanonda ,1991)和中国大陆(Bian et al.,1998),更高程度的教育

水平 、非农工作 、城市居住等都增加独立居住的可能性 ,降低亲子同住

的概率。

情感联络即亲子之间面对面或其他形式的交流。同住或近地居住

无疑促进亲子情感联络的频度 ,并提供良好的亲子之间支持和服务的

平台 ,强化支持的可及性和可得性 。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过程中 ,这

个维度的家庭凝聚力在满足个体的情感慰藉等社会需求方面显得越发

重要(Silverstein et al.,1997)。

在东亚三国四地 ,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 ,尤其是直系

家庭成员之间更是如此。然而 ,亲子交流的频度受制于地理距离 、家庭

观念 、生理和结构因素(如:年龄 、婚姻状况 、工作状况 、家庭形式等)。

十几年前对中国的研究表明 ,当时无论父母 、子女居住何地 ,亲子之间

都能保持经常的联络(Davis-Friedman ,1991;Unger , 1993)。近年的一些

社会调查数据却表明 ,受访者与朋友联络的频度超过与父母等家庭成

员的联络;不过 ,随着受访者年岁的增长 ,子女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又随

之增强了 ,故年轻人与父母的疏离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年龄队列现象 ,而

非对父母的叛离(如“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北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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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群支持调查”所显示的)。

代际支持是互惠的:父母支持子女 、子女支持父母 ,二者均涉及经

济和非经济交换 。亲子之间直接的照料支持基本是居住模式和情感联

络的功能函数。家庭结构的变化未必一定弱化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照

料。在专业机构及其他公共老年照料和服务缺失或不足的社会情景

下 ,家庭依旧是日常照料的主要单位(Landwerlin ,2001)。地理距离减弱

亲子间日常生活照料 、尤其是长期照料的便利性。但经济支持却不然 ,

金钱支付可以跨越地缘的局限 ,在相隔千里的亲子间顺畅运作。事实

上 ,在这几类家庭凝聚力中 ,经济支持可能是最不受家庭变迁影响的一

个维度 ,甚至可能得到强化 ,因为不能亲自照料父母的子女(主要是儿

子)更可能通过经济支持来补偿对父母照料的不足 。研究表明 ,中国一

半以上的城市老年人接受子女的金钱资助———即便他们中的多数拥有

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 ,并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陈皆明 ,1998)。

在成年亲子关系中 ,尽管父母的需求比子女的需求对居住模式 、代

际支持的影响更大(Bian et al.,1998;Logan et al.,1998),但也有研究表

明 ,子女对父母支持的需求也会影响到家庭凝聚力的具体表现 ,如父母

帮助子女料理家务 ,照顾孙子女等 ,从而使东亚地区的亲子关系表现出

明显的互助 、互惠的特点(Martin ,1988)。一方面 ,收入较低的年轻人在

形成婚姻 、组建家庭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而他们的父母正值

盛年 ,建立了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 ,可以在住房等方面给子女提供一定

的支持和帮助(Logan et al.,1998;Logan &Bian ,1999)。另一方面 ,在现

代化进程中 ,大量的妇女(在中国大陆 ,几乎所有妇女)参与社会劳动 ,

结构性的制约及社会(或公共)支持的不足增加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

盾 ,使来自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帮助越发重要(Chen et al.,2000;Davis ,

1993 ,2000)。即便年轻人为了维持独立 、享受自由 、保护隐私而更愿意自

己居住 ,但现实因素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与父母同住。由于父系继承制 、

从夫居制的缘故 ,家庭支持主要通过男性谱系来体现。但近些年来 ,双

方父母参与亲子互动也越来越普遍和流行起来(Pimentel &Liu ,2004)。

(二)分析框架

由此可见 ,家庭现代化的理论不能很好地预测东亚地区家庭关系

的变化 。东亚社会亲子同住 、频繁交流 、相互支持等习俗的延续表明 ,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特征的转变并不一定总是带来核心家庭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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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Thornton &Fricke ,1987),同样 ,也不一定会弱化家庭凝聚力 。基

于上述的研究成果 ,在我们看来 ,家庭凝聚力的状况和变化会受到下述

四个因素的影响 ,即:国家和地区状况(包括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

因素)、个体社会经济特征 、公共支持的需求和供给 、家庭伦理观念和态

度。首先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同 ,宏观的结构性差异

导致:(1)人们拥有高低不等的教育程度 、职业成就 、收入水平;(2)亲子

在进行交流 、互动 、支持时 ,时间可得性和可及性存在差异。比如 ,在中

国大陆 ,绝大多数成人从事全职工作 ,而在日本 、韩国和台湾地区 ,不少

妇女在婚 、育以后逐渐退出劳动市场 ,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故其对祖父

母提供家务帮助和孙子女照料的需求就不一样。其次 ,三国四地的公

共支持体系差异很大 ,中国大陆在这个方面比较落后 ,而日本却十分发

达。这意味着 ,公共领域对家庭的支持可能各不相同 ,家庭对公共支持

的需求也有差异 。再次 ,四地的家庭观念或有差别。中国大陆除经济

发展程度较低 、人口转变的进程与其他两个国家和台湾地区存在明显

不同外 ,还经历了独一无二的 、旨在根除儒家家庭传统的文化大革命 ,

推行对人们生育行为产生巨大限制性影响的生育政策 。四地不同的宏

观政策 、制度 、结构及家庭环境 、个体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或许重构了人

们的家庭观念。现象之间的复杂性使同时考察多个指标的跨国 、跨地

区的比较研究既至关重要 ,也十分必要 。

因此 ,尽管由于类似的文化渊源和人口转变模式 ,东亚社会在上述

四个方面享有共性 ,但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 ,四地的家庭凝聚

力或许展示出不同的现状 、特点 ,拥有不同的相关因素 ,且它们之间的

差别将表现在不同维度的家庭凝聚力方面 。深入分析这些差异 ,将有

助于我们推进对于影响家庭凝聚力机制的认识。

以上理论思考和本文的分析框架 ,可表示为图 1。

图 1　国家 地区因素与家庭凝聚力之间的潜在关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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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 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数据 ,分析 、探讨

东亚三国四地家庭凝聚力的现状 、模式 、相关因素及在家庭凝聚力方面

的异同 。该调查收集了家庭 、受访者 、父母 、配偶及子女的基本人口和

社会经济特征。本文的分析单位为家庭 ,数据分析是从成年子女(与父

母关系)的视角进行的。由于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亲子关系 ,父母亲的可

得性是必要条件 ,故分析样本仅限制为在调查时至少有一位父母尚在

的受访者 。若受访者的父母全部去世 ,我们代之以尚在的配偶的父母 ,

并以配偶父母的特征取代缺失父母的特征 。通过该选择标准 ,加上剔

除其他变量有缺失的样本 ,共获得 5789个家庭户样本。其中 , 2098 个

家庭来自中国大陆 ,占总样本的 35.68%;1205 家庭(20.49%)来自日

本;1139家庭(19.37%)来自韩国;其余 1438 家庭(24.46%)来自台湾

地区 。

(一)变量

(1)因变量

本文使用六个分别代表三个维度的变量系统全面测量亲子之间的

凝聚力 。其一 ,亲子之间的居住模式用来测量家庭地缘凝聚力 。该变

量可以表现为两种衡量:(1)亲子同住 ,(2)亲子之间空间距离。由于同

住很好且简洁地体现了家庭地缘凝聚力 ,本文将其作为第一个因变量 。

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被用作主要自变量之一(详见下文)。其二 ,情感

联络的概念通过亲子交流的频度来实现 ,包括面对面的交流和其他形

式的交流 。该变量从下面的问题构建而来:“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经常

进行面对面的联系与交流 ?”“父母与子女是否经常以其他形式进行联

络?”该变量为连续衡量 ,取值从 1 到 8 ,取值越大 ,联络的次数越多 。

尽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地缘邻近 ,但其他形式的交流却无此要求 。当

然 ,遥远的距离可能意味着更高的交流成本 ,故亲子的地缘距离越远 ,

他们的联络频度可能越低 。其余四个变量———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

持 、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支持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父母对子女的照

料支持 ———用来衡量代际实际支持。这些变量分别基于以下调查问

题:“您是否经常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您是否经常给父母提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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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父母是否经常给您提供经济支持?”“父母是否经常给您提供其

他支持 ?”这四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 , 0代表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或极少

提供支持 ,1包括有时提供支持 、经常提供支持 、总是提供支持 。需要

指出的是 ,这些测量可能不是最佳的———比如 ,情感联系的测量可能过

于肤浅 ,不能反映亲子间深层次的交流和慰藉 ,但它们是在现有资料的

基础上更好的测量。

(2)主要自变量

本文有两个主要自变量 。其一 ,国家或地区 。东亚三国四地为一

组虚拟变量: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台湾地区 ,用于描述三国四地家庭

凝聚力的现状和特点 ,并比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四地在家庭凝

聚力方面的异同 。这将帮助我们回答文章的前两个研究问题。

其二 ,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历史上 ,居住模式是家庭凝聚力的基

础和前提;如今的情形虽有差异(即现代化的进程缩短了地域之间的距

离),但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依旧与情感联络和实际支持有关 ,因为它

影响亲子往来的频度 、互动互惠和支持的方便程度 。无疑 ,地理上的邻

近将促进代际往来 、日常照料 、经济转移支付 ,对前二者尤其如此 。因

此 ,为衡量家庭凝聚力维度之间的互动 ,这里使用亲子距离预测代际间

的情感联络和实际支持。该变量包括四个分类:同住和邻居 、步行 15

分钟内 、开车 60分钟内 、更远 。同时 ,我们控制家庭观念(比如 ,同住意

愿 、支持父母)对居住模式的反作用 。

(3)控制变量

为了解主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作用 ,本文控制受访者的人口 、

社会经济特征 、家庭观念及父母特征。它们包括:受访者的年龄 、性别 、

婚姻状况 、兄弟姐妹构成 、教育程度 、就业状况 、家庭态度(即是否愿意

三代同住 、子女是否应该支持父母),年轻父母的年龄 、性别与婚姻状态

的复合变量 、健康水平等① (变量的定义及单变量分析结果请参见

表1)。现存研究发现 ,这些变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亲子间的居住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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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 ,本文还尝试在模型中包括父母的教育和职业 , 大约 33%的受访者的父母尚在劳动

市场。我们认为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他们经济上的独立性越强 ,自给自足的能力

越高 ,对子女支持的需求也越小 ,与子女联系的频度亦会有所不同。然而 , 分析结果显
示 ,教育和职业均与因变量无显著关联 ,且对本文包括的其他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

系缺乏干扰或调节作用。出于简洁的目的 ,本文不包括这两个变量。



情感联系和(或)代际互惠支持 。①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使用的两个

家庭态度变量:如果受访者希望三代同住 ,表明他们有很强的家庭导

向 ,故而更可能与父母同住;同样 ,如果他们认同支持父母的理念 ,则他

们更可能住在父母附近 ,保持与父母的频繁联系 ,实际上也更可能支持

父母 。由于居住模式与代际联系 、实际支持之间存在内生性 ,使用亲子

空间距离预测亲子联络和代际支持可能导致双向因果关系问题 。不

过 ,通过控制代际同住意愿 、赡养父母观念等家庭态度变量可以避免该

问题 ,降低由于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可能给分析结果带来的偏误 ,使分析

结果更为可信。

数据分析采用Stata统计软件(10.0版),具体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 ,包括单变量(请参见表 1)和二元相关分析 ,以了

解变量的基本分布特征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进行模

型分析 ,探讨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 ,评估三国四地在家

庭凝聚力方面的异同 ,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 。由于因变量包

括连续衡量和二分类衡量 ,本文采用线性模型和 logistic模型 ,分别对

这两类因变量进行模型分析。

　表 1　 变量的定义及单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比例 均值

因变量

亲子同住 1=亲子同住;0=其他 46.41

情感联络 亲子情感联络频度 5.98

亲子支持

　子-亲经济支持 1=子女至少有时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0=其他 54.35

　子-亲其他支持 1=子女至少有时给父母提供非经济支持;0=其他 57.06

　亲-子经济支持 1=父母至少有时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0=其他 36.85

　亲-子其他支持 1=父母至少有时给子女提供非经济支持;0=其他 46.82

主要自变量

国家 地区

　中国大陆 1=中国大陆家庭;0=其他 35.68

　日本 1=日本家庭;0=其他 20.49

　韩国 1=韩国家庭;0=其他 19.37

35

论 文 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

①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本文报告的结果变量的测量方式外 ,对于其中不少变量 ,我们还尝试

了数种其他的衡量方法。比如 ,兄弟姐妹结构的其他测量途径包括兄弟姐妹数量以及姐
妹数量 、有姐妹无兄弟 、有兄弟无姐妹的情况 ,等等。但在反复检验后 ,这里报告的测量

方式既合适也最简洁。



续表 1

变量 定义 比例 均值

　台湾地区 1=台湾地区家庭;0=其他 24.46

亲子空间距离

　同住或邻居 1=同住或邻居;0=其他 30.24

　步行 15分钟内 1=步行 15分钟内;0=其他 12.33

　开车一小时内 1=开车一小时内;0=其他 17.23

　更远 1=更远;0=其他 40.20

控制变量

个体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

年龄

　17-34岁 1=受访者年龄介于 17-34岁;0=其他 41.82

　35-54岁 1=受访者年龄介于 35-54岁;0=其他 49.32

　55岁及以上 1=受访者年龄超过 54岁;0=其他 8.86

女性 1=女性;0=男性 53.59

单身 1=从未结过婚;0=其他 27.09

独子 1=受访者没有兄弟;0=其他

兄弟数量 受访者的兄弟数量 ,连续衡量 1.31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1=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0=其他 10.53

　初中 1=初中教育程度;0=其他 41.02

　高中 1=高中教育程度;0=其他 25.22

　大学及以上 1=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0=其他 23.23

工作状况

　全职 1=全职;0=其他 48.55

　半职 1=半职;0=其他 9.22

　自雇 1=自雇;0=其他 15.15

　家务 1=作家务;0=其他 10.12

　其他 1=其他工作状况;0=例举情况 16.96

个体家庭观念与态度

希望三代同住 1=希望三代同住;0=其他 62.58

子女应该支持父母

　同意 1=同意或十分赞同;0=其他 71.82

　无所谓 1=无所谓;0=其他 18.89

　不同意 1=不同意或很不同意;0=其他 9.29

父母特征

年龄 父母年龄 ,连续衡量 64.85

在世状况 64.85

　父母均在 1=父母均在;0=其他 64.83

　父亲尚在 1=父亲尚在;0=其他 6.57

　母亲尚在 1=母亲尚在;0=其他 28.60

健康较差 1=身体很差或较差;0=其他 34.42

　　数据来源:2006 East Asian Gener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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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结果

(一)相关分析结果

图2-图 4和表2分别为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 、控制变

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 ,这里仅简单解释前者 。但值得一提的是 ,几乎

所有的控制变量与六个因变量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图 2展示

的是三国四地与亲子同住及实际支持之间的关系 。它们在这五个指标

上存在明显差别:台湾地区拥有最高的亲子同住比例 、子女照顾父母及

父母照顾子女的比例 ,表明转型时期的台湾地区依旧维系着较强的亲

子互动。出人意料的是 ,在四地中 ,中国大陆父母对子女非经济支持的

比例是最低的 ,经济支持也仅略高于台湾地区 。一般认为亲代对子代

的支持在中国大陆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为在城市有大量的“啃老族” ,

即便一些农村父母经济上没有能力支持子女 ,但他们往往提供日常照

料支持(如照料孙子女)。不过 ,中国大陆偏低的亲子支持主要是相对

于其他地区而言 ,绝对比例(尤其是非经济支持)并不低 。而其偏低的

经济支持可能主要与父母的经济实力有关:绝大多数父母缺乏公共福

利保障 ,即便他们希望给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也往往心有余而力

不足 。

图 2　国家 地区因素与亲子同住 、实际支持的相关分析结果(单位:百分比)

　

图3描述了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与四个代际支持指标之间的相互

关系 。该图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 ,子女对父母的支持与父母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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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支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经济支持尤其如此。其二 ,与其他支持相

比 ,经济支持受空间距离的影响较小 。(1)就经济支持来看 ,除同住的

以外 ,子女支持父母的比例几乎是父母支持子女的两倍;且无论亲子是

相隔千里 ,还是同住一个屋檐下 ,子女的经济支持几乎完全不受距离的

影响;但是 ,在亲子同住的场合 ,父母支持子女的比例约超过不同住的

一倍 ,同住大大促进了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其余三种居住模式在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方面的差别甚微 。一种可能是 ,父母与子女同

住 ,得到子女的照料 ,父母反过来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 ,比

较起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不受空间距离所限的情况 ,距离对于父母

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付有一定影响 。(2)就其他支持而言 ,亲子之间的

空间距离与生活照料等非经济支持的关系几乎是线性的:距离越远 、提

供日常照料的比例越低 ,父母对子女的照顾更是如此。这说明 ,由于身

体 、能力等客观条件的制约 ,父母只能照顾就近的子女 。

图 3　居住模式与代际支持的相关分析结果(单位:百分比)

　

亲子情感联络也因地区 、居住模式而异(图 4)。韩国和台湾地区

的受访者与父母联系最频繁 ,日本的最稀少 。与父母的情感联络频度

随亲子的空间距离而减少 ,二者几乎呈线性关系。

描述性分析结果清楚显示 ,所有六个因变量的确因国家 地区而

异;情感联络 、代际支持也因居住模式而不同。然而 ,上述关系不是独

立的 ,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或调节 ,因为如表 2所示 ,本文考察的

控制变量也与因变量显著相关 。为探讨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独立

关系 ,下面对数据进行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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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家 地区因素 、居住模式与情感联络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单位:频度)

　表 2　 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关系(%)

亲子

同住

情感

联络

子-亲

经济支持

子-亲

其他支持

亲-子

经济支持

亲-子

其他支持

个体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

年龄

　17-34岁 69.90 6.50 49.77 61.52 54.54 67.35

　35-54岁 30.09 5.65 59.29 54.51 25.63 34.94

　55岁及以上 26.16 5.37 50.00 51.16 15.31 16.47

女性

　否 52.07 6.30 58.34 58.08 38.07 53.39

　是 41.46 5.70 51.09 56.20 35.65 41.14

单身

　否 30.42 5.56 57.45 53.25 26.92 35.39

　是 89.45 7.11 63.57 77.75 46.15 67.51

独子

　否 42.73 5.87 55.45 56.85 34.19 43.68

　是 69.02 6.68 47.63 58.32 53.22 66.10

兄弟数量

　没有 62.96 6.45 46.13 58.96 52.44 60.38

　一个 48.68 6.03 53.57 57.58 39.25 51.01

　两个 33.91 5.66 59.38 57.12 26.53 36.25

　三个及以上 30.41 5.51 63.29 52.04 18.67 27.69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33.28 5.29 53.90 48.21 16.72 26.62

　初中 42.92 5.85 55.66 54.70 31.43 41.72

　高中 55.94 6.26 49.56 65.24 49.22 57.91

　大学及以上 47.89 6.21 58.11 56.70 41.82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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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亲子

同住

情感

联络

子-亲

经济支持

子-亲

其他支持

亲-子

经济支持

亲-子

其他支持

工作状况

　全职 45.54 5.97 62.49 57.17 32.72 48.08

　半职 47.21 5.82 39.96 56.32 47.77 46.28

　自雇 43.00 5.86 63.66 53.39 24.83 40.41

　家务 19.02 5.25 48.15 52.53 29.80 30.81

　其他 67.61 6.64 35.03 63.65 57.36 58.88

个体家庭观念与态度

希望三代同住

　否 41.10 5.86 51.85 53.04 - -

　是 49.71 6.06 56.12 59.53 - -

子女应该支持父母

　同意 47.73 6.05 58.80 59.82 38.34 48.31

　无所谓 43.84 5.85 42.93 53.26 35.33 45.92

　不同意 40.48 5.70 45.10 44.36 27.36 36.97

父母特征

在世情况

　父母均在 52.34 6.07 51.49 57.02 44.62 54.24

　父亲尚在 36.13 5.73 57.85 58.64 20.68 29.58

　母亲尚在 35.01 5.82 60.57 57.05 22.58 33.87

健康较差

　否 48.91 6.05 53.03 56.85 40.02 51.22

　是 41.62 5.84 56.94 57.49 30.65 38.39

　　数据来源:2006 East Asian General Survey.

(二)模型分析结果

为更好地辨识控制变量对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 ,

我们首先仅在模型中纳入主要自变量。结果(这里没有列出)表明 ,在

这六个家庭凝聚力指标中 ,日本 、韩国 、台湾地区均与中国大陆存在明

显差异 ,惟一的例外在于 ,台湾地区与大陆在亲子同住 、子女给父母提

供的经济支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一旦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中 ,国家 

地区对因变量的影响增强 ,因为系数的取值增大了(见表 3)。这表明 ,

某些控制变量与地区之间存在正向互动 。下面 ,我们按照变量和类别

陈述模型的主要分析结果 。

(1)国家 地区

模型结果表明 ,在其他条件得到控制的情况下 ,日本和韩国的受访

者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显著低于中国大陆的受访者 ,但台湾地区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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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没有显著差异 ,表明二者在这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 。长期以来 ,中

国大陆 、韩国和台湾地区一直视亲子同住为理想的居住模式 ,富裕家庭

更实践着多代同住的习惯。虽然过去 30年的社会变迁和经济转轨改

变了很多传统和理念 ,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依旧维系着这一传统 。

当然 ,同住也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是经济制约的结果。

在情感联络方面 ,从系数性质和取值判断 ,韩国受访者与父母联系

最多 ,次为台湾地区 ,再次为中国大陆 ,日本居最后。这是否表明日本

亲子之间的联系最弱 ,韩国的亲子关系最强尚有待进一步论证 ,其代表

性和普遍性也需仔细斟酌 ,但数据的分析结果的确显示出了这一特点 。

三国四地与亲子支持之间的关系比前述关系略显复杂 ,因为它包

括四个指标 ,更直接 、更明显地涉及亲子之间的互动和互惠 。结果是 ,

不同的支持指标因国家和地区而显现出差异。与中国大陆相比 ,韩国

和台湾地区的子女对父母的支持超过中国大陆———无论是经济支持还

是其他方面的照料 ,日本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度是最低的;然而 ,父母对

子女的支持却表现出不同特征:在这四地之中 ,韩国父母给子女提供经

济和非经济支持依然是最多的 ,日本父母对子女的经济和照料支持也

显著超过中国大陆 ,台湾地区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却是最少的 。

(2)居住模式

如同预期的一样 ,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的确是情感联络的重要决

定因素 ,距离越近越可能推动亲子联系。虽然距离不影响子女对父母

的经济支持 ,但距离的拉大降低了子女与父母的相互照料和父母对子

女的经济支持 ,且其影响几乎是线性的 。不过 ,距离对亲-子 、子-亲

经济支持影响的差异值得进一步探究。我们认为 ,其主要原因可能在

于 ,子女经济支持父母是天经地义的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都肩负赡养

父母的义务和责任。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却不然 ,如果他们与

子女同住或邻近居住 ,父母可能提供补贴。相反 ,如果子女远离父母 ,

可能是外出工作 ,这暗示着他们可能拥有更好的收入来源 ,从而降低了

对父母经济支持的需要。

(3)个体人口特征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 ,除主要变量外 ,多个维度的家庭凝聚力因控

制变量特点的不同而异。若将所有因变量一起考察 ,我们发现 ,子女的

年龄仅与亲子同住 、父母对子女的非经济支持相关:子女的年龄越大 ,

他们与父母同住 、获得父母照料支持的可能性越低;但年龄对其他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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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缺乏显著影响 ,即不同年龄队列的子女在与父母的情感联络 、对父母

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方面并无差异。这些结果与预期的基本一致 ,因

为无论子女年龄有多大 ,他们都会保持与父母的情感联系 ,并负有支持

父母的责任;但随着年岁的增加 ,他们自己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 ,在主

观和客观上都会降低接受父母支持及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 。

性别与某些因变量的关系值得注意:虽然与儿子相比 ,女儿与父母

的情感联络 、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得到父母的照料方面概率都显著偏

低 ,但在与父母同住 、照料父母及接受父母的经济支持方面 ,儿 、女之间

没有显著差异 ,女儿在照料父母方面还要超过儿子。我们认为这一现

象是对传统的背离:在低生育率环境下 ,许多父母没有儿子 ,谁将承担

照料父母的责任成为社会和家庭共同关注的问题 。

如同预期的一样 ,单身子女与父母同住 、联络父母 、接受父母支持

的可能性均大于曾婚者(包括目前在婚和曾经结过婚但已经离异 、分居

或丧偶的受访者):他们与父母同住的概率是曾婚者的 14倍 ,使其成为

这六个模型中最强的预测变量 。

出乎意料的是 ,虽然独生儿子(但可能有姐妹)与父母同住的概率

高于有兄弟的受访者 ,但他们却不比非独生子女保持与父母更经常的

情感联络 ,给父母提供的经济和其他支持的可能性也较低 。该发现与

现存其他研究(Knodel et al., 2000;Zimmer &Kwong , 2003)得出的结论

存在一定差异。的确 ,老年人生活保障的最根本差别在于是否拥有子

女 ,从无到有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郭志刚 ,2002;Yang , 2009),而其中

更重要的是有儿子与无儿子的差别(Knodel et al., 2000)。独生儿子往

往是父母精神安慰的最主要来源(即便不是惟一来源),他们需要经常

与父母保持情感联系 ,提供必须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 ,这是他们的义

务 ,因为没有兄弟可以分担。然而 ,分析结果却与理论预期存在较大分

歧。我们的初步理解是 ,只有一个儿子的父母可能有更多的女儿 ,女儿

分担了照料父母的责任。而兄弟数量的增加与同住 、情感联络 、父母对

子女的支持之间的联系是负向的 。将两个变量的分析结果联合考察 ,

我们或许可以推断 ,在家庭变迁的情况下 ,子女的性别在父母老年生活

方面作用的差异在降低。

(4)个体社会经济特征

教育与亲子同住之间的关系呈现倒 U型:初中和高中教育提高亲

子同住的概率 ,文盲和大学教育却降低其可能性 ,因为它直接与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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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流动及地域流动有关 。教育对情感联络和代际支持的影响是正向

的:教育程度越高 ,子女与父母的联系就越多 ,也越可能支持父母或接

受父母的支持。这些正向关系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测不完全吻合 。虽然

教育程度与亲子同住呈负关联 ,但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大学教育),子

女拥有更大的实力与父母保持情感联络 、提供经济及非经济支持 。同

样 ,对于有能力给子女提供更好教育的父母来说 ,他们也可能有更强的

能力支持子女 ,二者形成良性互动 。这暗示着 ,代际互动可能更好地表

现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中。事实上 ,从系数的数值判断 ,子女对

父母的支持与父母对子女的支持在教育变量上几乎是相同的 ,且仅在

该变量是相同的 。换言之 ,当子女有能力支持父母时 ,父母可能也有能

力进行互惠。

工作状况比教育复杂 ,对因变量的影响各不相同 。与从事(受雇)

全职工作相比 ,从事自雇工作和其他类别(包括学生 、失业 、残疾等)更

可能与父母同住 ,而家务劳动更不可能与父母同住。但半职工作与全

职工作的差异不明显 。可能的解释是 ,从事自雇工作和其他类别的人

群拥有比较弹性的工作时间 ,同时其他类别人群可能缺乏稳定和较高

的收入 ,部分人可能更需要父母的支持 ,从而更可能与父母同住 。不

过 ,亲子联系与工作状况无显著关联 ,表明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络并不受

制于工作状况。工作状况对经济支持的力度大于对非经济支持的力

度 ,但对子女经济支持父母的影响与父母经济支持子女的影响完全相

反:全职工作增强子女经济支持父母的可能性 ,虽然与自雇工作之差别

并不显著;相反 ,父母给全职子女或自雇者子女的经济支持较少 。该结

果进一步证实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更多地取决于子女的需求 ,因为

半职工作 、家务 、其他工作状况都暗示较低的收入 。

(5)个体的家庭观念

三代居住意愿和支持父母的态度等对因变量产生很强的影响 ,它

们对因变量的正向作用可以被解释为观念和行为对传统的遵循 ,表明

保持着更强家庭观念的受访者更可能实践家庭团结。

(6)父母特征

模型结果表明 ,亲子同住和情感联络均与年轻父母的年龄无显著

关联 ,但亲子支持却不然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父母年岁的增长

促使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 。父母年龄与不同因变量关系

的差异性表明 ,年龄越大 ,父母经济来源的渠道就越少 、他们的健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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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越差 ,从而降低他们支持子女的可能性 ,但增加对子女支持的需求 。

性别和婚姻状态的复合变量与这些因变量都显著相关:子女更可能与

丧偶的母亲同住 ,与之保持更经常的联络 ,提供更多的支持 ,但接受较

少的支持 。这些发现与现存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父母的健

康状况与因变量的关系出乎意料:如果父母中的一方身体欠佳 ,子女与

之情感联络的次数越少;虽然他们更可能提供经济和非经济支持 ,但其

影响在统计学上缺乏显著意义 。一种可能性是 ,身体欠佳的父母往往

与子女同住;一旦居住模式得到控制 ,健康的作用就消失了 。

总体而言 ,父母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同于子女特征对因变量的

影响 。显著差异在于 ,当利用子女特征预测子女的行为时(即与父母同

住 、与父母的情感联络 、对父母的支持),子女特征的作用明显大于父母

特征;反之 ,在预测父母行为时(即父母对子女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

父母特征变得更为重要。

四 、总结与思考

过去 ,由于跨地区比较研究的缺失 ,我们并不知道在东亚社会这样

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地区中 ,现代化的变迁是否削弱了通过地

缘邻近 、情感交流 、实际支持来衡量的家庭亲子凝聚力 ,也不清楚各地

区不同程度的社会变迁对亲子凝聚力是否产生相异的作用。2006 年

东亚社会调查的家庭主题调查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回答上述问题的可能

性。虽然由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性 ,有些重要因素因无法匹配而

未能纳入模型分析 ,且因该数据是单个时点的横向数据而不能直接回

答变化的问题及因果关系 ,但它是到目前为止 ,东亚地区惟一一个可以

直接进行比较研究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 。通过对该数据的分析 ,我

们得出以下三点重要结论 ,分别回答本文的三个研究问题。

首先 ,尽管东亚四地的社会 、经济 、人口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 ,但家庭凝聚力没有遭到相应破坏 ,依旧得以延续 ,代际支持体系

仍然正常运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 ,从人们的家庭观念来看 ,大约三

分之二的成年子女有三代同住的意愿 ,近四分之三的子女认为子女具

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满足父母需求的责任(请参见表 1)。从行为上看 ,

不是所有具有上述意愿和想法的受访者都能言行一致 ,但其践行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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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还是较高:约有一半的受访者与父母同住 ,并与父母保持密切的情感

交流 ,一半以上的受访者给父母提供经济和非经济支持;这些关系不是

单向的 ,父母也表现出类似的互惠行为 ,虽然其行为更多地受制于亲子

距离 、且以子女的需求为基础。因此 ,我们可以说 ,现代化的进程并没

有导致家庭功能的相应衰落 ,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 、经济支持 、情感慰

藉等方面的互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些互惠行为反复且经常发生 ,当

亲子的空间距离邻近时更是如此 。在父母与子女相隔较远的场合 ,虽

然面对面交流和支持的形式受到影响 ,但亲子交流和交换以其他的形

式进行着 。

东亚四个地区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论 。模型分析结果

显示 ,尽管与中国大陆相比 ,韩国亲子同住的概率偏低 ,但他们在情感

联络 、亲子之间的经济和非经济支持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大陆。除父

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外 ,台湾地区也表现出类似特点 。若将本文测量

的六个指标(尤其是从子女角度衡量的前四个因变量)同时考虑 ,并根

据系数的取值加以判断 ,我们不难发现 ,家庭凝聚力在韩国保存最强 ,

台湾地区次之 ,中国大陆再次 ,日本最弱;在用来衡量该概念的六个指

标的四个指标中 ,日本的亲子同住 、亲子联络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和非

经济支持的比例和概率都是最低的 ,而父母却大量支持子女。在东亚

四地中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绝大部分指标上展现出更多的相似性 ,

这或许是文化同源的结果 。该发现仅仅部分地印证了现代化理论———

日本最弱支持了现代化的假定 ,但中国次弱却与预测不符 。这进一步

表明 ,现代化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东亚社会家庭凝聚力的变化 。

在我们看来 ,家庭凝聚力是包括经济结构的制约 、文化传承和积淀

及现代化的力量在内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有些力量的

作用是相反的。从现实情况看 ,代际之间资源的互补性使现代化进程

与家庭凝聚力相互兼容。女性的劳动参与 ,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和冲突 ,

专业机构公共支持和服务的缺失或不足 ,人们对市场服务或公共服务

的不满等因素 ,都使代际之间在包括时间 、服务 、经济在内的交换变得

十分重要和必要 。正是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 ,加上传统文化的传承效

应 ,共同延续着家庭凝聚力。我们的分析证明 ,不仅工作与家庭的矛盾

会对家庭凝聚力产生影响(Hirschman &Minh , 2002;Pimentel &Liu ,

2004),更为重要的是 ,本文通过对子女的家庭观念(即三代同住的愿

望 、对赡养父母的态度)变量的分析 ,揭示了文化传统对于家庭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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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这些有悖于现代化理论的发现也许是尚在进

行的 、与现代化相抗衡的维系家庭传统的斗争 ,而这种斗争也许正是延

续代际同住 、情感联络 、实际支持的强大社会压力的折射 ,致使在社会

变革和家庭变迁面前 ,家庭凝聚力并没有削弱 ,亲子之间的依赖和依存

成功地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团结力量。事实证明 ,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

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 ,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 。

其次 ,东亚四地在家庭凝聚力方面表现出很大差异 ,在不同维度的

凝聚力方面也展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虽然东亚三国四地享有类似的

人口转变模式及强调代际互惠的文化背景(如:儒家文化体系),但它们

在家庭凝聚力方面表现出各自特点 ,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差异尤为明显 ,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差异略小 。这进一步证实 ,现代化理论不能完

全解释当今亲代与子代的家庭行为和亲子凝聚力的情况。我们认为 ,

产生差异的原因除前面提到的结构性制约及文化作用外 ,也与各地区

人口转变的步伐和阶段 、政治经济背景等因素直接有关 。总体而言 ,日

本的家庭凝聚力最弱 ,其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慰藉 、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

都很少 ,然而父母却大量支持子女 。该发现表明 ,日本的代际关系更类

似于接力型的西方模式 ,即代际支持主要从父母流向子女 。之所以如

此 ,一是因为在这四个地区中 ,日本的人口转变发生和完成的时间最

早 ,在二战以后人们自觉地限制生育 ,其出生率在 20世纪 50年代初骤

然降低 ,总和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 ,并持续缓慢降低 ,成为目前世界上

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起步很早的人口转变对家庭的影响基本完

成 ,从而使日本家庭形式和观念在部分保持东方特色的同时 ,也较多地

融入了西方元素 。二是与日本社会收入对年龄的回报及良好的老年社

会保障制度有关 。无论在日常照料 、医疗保险 ,还是在经济生活方面 ,

日本政府都给老年人提供了较为优厚的福利水平 ,病有所医 、老有所

养 ,日常照料亦有所托。一方面 ,良好的公共支持体系减弱了父母对子

女养老的需求 ,另一方面 ,相对丰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增强了父母支持

子女的实力和能力。相反 ,日本社会激烈的竞争降低了子女供养父母

的能力 ,却加深了年轻人对父母方方面面的依赖。

近30年来 ,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并没有相应地削弱其

家庭凝聚力 ,它似乎成功地做到了经济上现代化 、文化上延续和传承二

者的结合 。韩国的人口转变起步较晚 ,且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府宏观

调控行为 ,与计划生育项目密切相关;现代化的发展和家庭的变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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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的事情;深厚和强势的传统文化 ,使得家庭凝聚力在现代化的

冲击下仍然牢固地保持着。同时 ,韩国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公共

福利制度的建立也是近些年的事情 ,父母对子女的心理情感依赖和实

际依赖都依旧存在 ,这也进一步维系着传统的延续 。

在东亚四地 ,现代化程度最低 、人口转变起步和完成时间最晚 、公

共福利最差的是中国大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 ,公共服务

水准也相对低下 ,从而使亲子之间更依赖于代际之间的互动和互惠 。

从理论上看 ,这似应更好地维系家庭凝聚力。然而 ,中国大陆家庭的凝

聚力反而不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牢固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 ,生育

政策的刚性制约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 ,使其具有下降的速度过

快 、(在短时间内生育水平)过低的特点 ,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家庭规模 ,

也使不少家庭有女无儿 ,家庭结构人为地遭遇巨大变故。同时 ,过去

20 、30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拉大了亲子之间的地域距离 ,改变了亲子

居住模式 ,并赋予亲子交换模式新的内容和形式 ,使许多子女在维系家

庭凝聚力方面有心无力;又如 ,近百年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传统的家庭

文化和伦理观念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 ,远有五四运动 、近有 10年“文化

大革命”等旨在摒弃传统文化 、改变家庭理念的政治事件 ,它们都在很

大程度上弱化了家庭凝聚力;再如 ,近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程

度上不是循序渐进的 ,而是跨越跳跃式的 ,其间也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

破坏 ,及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最后 ,个体的人文资本积淀比较薄弱 ,且年

轻妇女基本都参与社会劳动 ,故无论是亲代还是子代 ,维持代际支持的

能力受到相应的制约 ,再次凸显了亲子之间在代际互惠方面“心有余而

力不足”的两难困境 。

最后 ,居住模式与亲子情感联络 、代际支持显现出很强的关系 ,是

代际互动和家庭凝聚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

给他们的互动带来一定的阻碍 ,尤其是面对面的联络和亲历亲为的互

惠交流更是如此 。距离对子女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影响 ,但

与父母流向子女的经济支持呈负关联。如前所言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

支持主要是基于子女的需求及对子女提供非经济支持的一种补充。

虽然本文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推广性有待更多的相关研究结果予

以支撑 ,但其发现对未来家庭功能的顺利实施及相应的公共政策具有

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们注意到 ,虽然儿子和女儿依旧向父母提供经济

和非经济支持 ,且得到父母的支持 ,但变化的端倪已经显露 ,家庭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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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传统模式也遭遇挑战 。人口转变(如:低生育率 、低死亡率 、远距离

的人口流动)及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等都使亲子同住越来越难以实

现:子女居住在父母家庭的比例已经在不断下降(虽然幅度不大),而父

母居住于子女家庭的比例却在上升(王跃生 , 2006),导致了亲子同住比

例的相对平衡 。在 2000年的中国 ,虽然大部分 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与

子女同住 ,但该比例与 1990年相比 ,男性下降了 11.4%,女性下降了

7.2%(曾毅 、王政联 ,2004)。子女远距离的地域流动在时间上和空间

上使亲子之间的相互照料愈发困难———即便他们都有此意愿 ,从而使

代际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有间”(intimate but distance)。相反 ,人口老

龄化步伐的加快增加了需要支持的老年人的数量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也使得家庭对公共支持的需求愈发迫切。如何扩展和强化

政府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公共服务功能 ,建立怎样的公共服务支

持体系 ,设计合适的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 ,成为迫在眉睫的公共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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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 Exchange as an Elementary Form of Religious Life Ji Zhe　1………

Abstract:With his study on gift exchange , Mauss not only transcended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sacred society and the profane individual that haunted Durkheim' s social

theory , but also reconciled the desirability and obligation of moral acts , and revealed the

logics of the foundation and durability of social bonds.In this way , he better answered

how society human nature is possible — a question with which Durkheim' s sociology of

religion was primarily concerned.Furthermore , as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showed ,
the gift paradigm gives us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irreducible specificity of religion ,
namely , in Durkheim' s words religion' s “ force sui generis” .In a sense , Mauss' s The
Gift could be read as a response to or a rewriting of Durkheim' s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or briefly , gift exchange is an elementary form of religious life.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Family Solidarity: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inland China , Japan , Korea and Taiwan

Yang Juhua &Li Lulu　26

……………………………

…………………………………………

Abstract:Family solidarity refers to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 and can be examined

from structural , social-psychological , and transactional perspectives.In East Asia , the

family organization has undergone substantial changes along with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 the past decades , and consequently family solidarity may have

been affected.Using the 2006 East Asian Social Survey , we develop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family solidarity to compare patterns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 among

Mainland China , Japan , Korea and Taiwan.Analyt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far from

eroding , the family organization in East Asia remains strong in coresidence , emotional
exchanges , and financial support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al generations ,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relative strengths in these dimensions of family solidarity across the four

societies.Overall , families in Korea seem to maintain the strongest cohesion , followed by

those in Taiwan andMainland China , and Japanese families are the least cohesive.These
results suggest a cultural force that holds the family a solidified system during rising

modernization in econom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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